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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曲《蜗牛》竟能入选最新修订的
小学语文教材，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
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如果我们不急
于就此作出是非评论，而是把这一事件放到
当代中国流行歌曲的发展历程中来考察，则
不难发现，它其实是流行音乐在当代中国的
社会地位逐步提升的结果，也体现了我们在
主流价值观建构策略方面的一些变化。

从《乡恋》到《蜗牛》——— 流行

音乐社会地位逐步提升

虽然中国流行歌曲的发生，可以追溯到
旧上海的时代曲，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它
因被当作是资产阶级的文化“毒草”而迅速
销声匿迹。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
“真理标准大讨论”打破思想禁锢，改革开
放敞开国门，流行歌曲也凭此良机重获新
生。一些港台的流行歌曲悄然进入内地，在
青年人中传唱。但那时人们只能偷偷欣赏流
行音乐，要关紧门窗，甚至躲进被窝，把收
音机的音量调到最低，才敢接触那种与
“高、快、响、硬”的“革命”歌曲迥然有
别的歌曲形式。终于，1979年12月31日晚，
李谷一一首《乡恋》传遍大江南北，在神州
解冻之春唱响了内地流行音乐的破冰之曲。
但当代流行歌曲的发展道路并非就此一帆风
顺，仅过了半年，这首广受欢迎的歌曲就被
有关部门认定为“靡靡之音”、“黄色歌
曲”，禁止演唱。主流意识形态对流行音乐
的不认可态度，由此可见，流行音乐在当时
的社会地位，亦可想而知。

转机出现在1983年的首届春晚上。首届
春晚的一个创举是开通了观众热线点播。李
谷一出场后，《乡恋》的点播单就络绎不
绝。面对堆了满满几大盘的点歌单，坐镇现
场的广电部领导经过思想斗争，决心“不能
欺骗群众”，一跺脚，同意了播出。有趣的
是，领导踌躇间，李谷一竟连唱了7首，几
乎将那一年的春晚办成了小型的个人演唱
会，这个记录恐怕后无来者可破了。《乡
恋》由禁而解，是中国流行音乐筚路蓝缕的
再出发过程的一个缩影，它体现了社会转型
中主流意识形态包容性的日渐扩大，更体现
了人心所需：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人们渴
望那些表达世俗情怀的文艺形式。就此而
言，像流行音乐这样的流行文艺的出现和发
展已是势所必然。如是又是三年。到了1986
年5月，100多名流行歌手齐聚首都体育馆献
唱《让世界充满爱》，又在中国流行音乐史
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80年代初，文化部
门曾有“三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的硬
性规定，然而，《让世界充满爱》却组织百
名群星合唱，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突破，而
且它马上被中央电视台录播，则足以说明流
行音乐已经获得了自上而下的认可。至此，
流行音乐终于由半地下而至全公开，确立了
它在社会中的合法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当
时的很多“歌星”，是坐公交或骑自行车去
参加演出的，全无今日宝马香车的排场。转
眼三十年，回顾往昔，怎不让人为当年的来

之不易而唏嘘不已！
进入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

行音乐逐渐变成了唾手可得、取之不尽的寻
常之“物”。广播电视上，街头巷尾中，到
处充斥着流行音乐的旋律。后来，MTV和
卡拉OK的出现，让流行音乐不再成为青少
年的专宠，更是将一些大伯大婶也吸引进了
流行音乐的欣赏群体。那时候，家里添置一
套卡拉OK设备是时尚。紧接着，更有商业
头脑的人就将它搬到了街角处、马路边，摆
起了小摊，收个1元、2元，就让你点唱一
首，这或许是中国最早的KTV吧。今天想
来，如果你不觉得扰民，那种一人独唱、众
人围观的场面，也算是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线了。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流行音乐不仅
越来越为人们所“喜闻乐见”，而且开始满
足主流的需要了。这首先表现在，1990年北
京亚运会的主题歌就选用了一首流行歌
曲——— 《亚洲雄风》。北京亚运会虽然只是
亚洲范围的体育赛会，但却是中国第一次承
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会，对于正在“走向
世界”的中国来说，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
《亚洲雄风》入选成为主题歌，意味流行音
乐不仅不再被视为“异类”，而且开始被用
来履行某种符合主流需要的表意功能了。不
仅如此，90年代，文化部艺术局还多次召集
内地最有代表性的流行歌手，组成“中国
风”艺术团出访港台，负责向港澳台同胞和
海外侨胞传送来自祖国大陆的“乡情和友
情”。通过流行音乐交流来联络感情，发挥
统战作用，难怪这个团队要被戏称为流行乐
坛的“国家队”了。

经过了90年代的发展，流行音乐的社会
地位已经基本稳定。人们在听流行音乐时，
一般不再有什么心理负担，而是更多地把它
作为一种自娱自乐的手段。不过，由于大众
媒体的推动，人们在流行音乐的欣赏选择更
趋多元化的同时，青少年中也形成了众多
“追星族”或“粉丝”群体。他们痴心于自
己的偶像或者钟情于特定的音乐类型，以之
来作为心理安慰或精神寄托，个别沉迷者甚
至举动出格，这也引来了世人侧目和舆论非
议。但总体而言，流行音乐的传播环境还是
更为宽松，它的受众面也更广了。就是从这
个时候开始，流行音乐已经不知不觉中走进
了校园，走进了课堂。课间允许学生唱流行
歌曲，音乐课上开始教授流行歌曲，语文课
上老师开始用流行歌曲举例。到了今天，连
幼儿园都有小朋友奶声奶气地唱：“你的爱
就像火苗……”因此，流行音乐对青少年的
影响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2002年，中国青
年研究杂志社曾特别策划了“流行音乐(歌

曲)与青少年成长”的专题访谈，通过调查
研究，对流行歌曲在青少年成长中的作用总
体上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就在世纪之交，
学术界也出现了肯定流行音乐的声音。罗大
佑、崔健、许巍的作品进入大学课本，崔健
的《一无所有》更是入选《二十世纪文学经
典》，对流行音乐的评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

回顾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风雨历程，不
难发现，没有流行音乐社会地位的逐步提
升，《蜗牛》这些歌曲能够入选语文教材是
不可想象的。或者说流行歌曲社会认可度的
不断提高，加上它在青少年中不容否认的影
响力，使它具备了入选语文教材的条件。

娱乐之外，流行音乐对青少年至

少还有两种作用：疗伤与励志

其实，对于流行歌曲入选语文教材的质
疑和非议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历来我们的语
文教育，除了知识传授之外，还肩负着思想
教育、情感教育的功能。换言之，语文教育
在人们常说的“三观”教育上肩负着重要职
责。即使我们不像从前那样将流行歌曲视为
“毒草”或“靡靡之音”，流行歌曲的商业
性、娱乐性总是不容否认的。很多人可能会
有疑问，流行歌曲入选语文教材，能够实现
语文的教育目的吗？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
一下当代流行音乐的价值取向和功能。

就像流行音乐社会地位的变迁一样，它
的价值取向和功能也是变化着的。如前所
述，像《乡恋》这样的歌曲，它填补了某些
情感表达的空缺。那个年代，人们如饥似渴
地倾听邓丽君，其心理需求同样如此。它们
实质上都传达了对私人化的、日常性的情感
观念的认可，这在价值观上与当时的主流认
知是不一致的。这是《乡恋》被禁的根本原
因。因而，解禁也就意味着流行歌曲促进了
主流价值观的调整。而我们如果玩味一下
《让世界充满爱》的“爱”，就不难察觉其
中包蕴的普遍主义人性观，它与主流观念其
实也是并不合拍的，更不要说崔健《一无所
有》从内容到形式的叛逆和质疑了。甚至，
“西北风”都包含着某种探索精神和人文关
怀。因而，人们公认，80年代的流行音乐是
有激情与梦想的，在社会价值观念的建构中
它发挥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功能。

90年代以后，流行音乐的商业化运作更
为成熟，它承担的解放功能也就回归到流行
文艺应有的娱乐功能。一旦主流观念解除禁
忌，不再压抑文艺表达爱情等私人化情感的
权力，流行音乐在这方面也就失去了反抗对

象，转而习惯于用各种煽情表达来换取商业
利润了。应该承认，商业化、娱乐化才是流
行音乐的常态，像《亚洲雄风》和“中国
风”艺术团那样的作用，只能算作某种“例
外”。而这种例外的发生，则表明主流价值
观的建构策略也在不断调整，其内涵上也愈
加兼容并蓄了。与90年代后流行音乐的价值
取向和功能变化相应的，是人们欣赏流行音
乐态度上的变化。如果说80年代的流行音乐
欣赏隐隐包含着某种叛逆姿态的话，那么进
入90年代，听流行音乐则越来越变成了一件
好玩的事情。去年，笔者在某高校组织了一
次问卷调查，并对部分大学生进行了访谈。
调查和访谈的结果表明，当下大学生接触流
行音乐的比例是100%，但大部分人的态度是
“随便听听”，把听歌当作一种消遣和娱
乐。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当下青年群体的流
行音乐欣赏是快感的需求大于意义的需求。
但是，调查与访谈也发现，当下的流行音乐
并非除了娱乐之外再无其它功能。我们至少
发现两种作用：疗伤与励志。情感受挫的年
轻人会去听《分手快乐》、《单身美好》，
追逐梦想过程中的年轻人会去听Beyond、五
月天。有些学生特别分享了他们的高三经
历：在最苦闷、最有压力的时候，他们会听
一些励志的流行歌曲调整自己，而老师们最
少是默认这种做法的。因此，如果我们走进
流行音乐，走进人们具体的欣赏行为，就不
难发现，认定流行音乐只是趣味低下、娱乐
至死的文化快餐是多么大的一种偏见。

主流价值观借用流行文艺进行建

构策略调整，这一过程或许已经开始

客观而言，流行音乐的确承载着一定的
价值观，但一般并不刻意宣扬某种价值观。
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流行歌曲内
含的价值观念之芜杂多样，颇像一道东北名
菜——— 一锅乱炖。人们对它的态度也往往是
各取所需，爱啥“吃”啥，就图一乐。那这
是不是说，流行音乐在价值观建构中其实没
什么作用了呢？显然并非如此。众所周知，
一种价值观念要为人们所接受，并发挥长期
的影响，仅靠理论阐释和道德说教是不够
的，它还需要在人们心里奠定情感的基础。
像流行音乐这样的流行文艺的长处正在这
里，它并不着力宣扬某种价值观，或者说它
并不负责某种最高的、或者最低的价值标
准，但却可以提供价值观得以被民众接受的
感觉的、或情感的结构。推而广之，其它流
行文艺也大体如此。因此，我们认为，在当
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建构中，像流行音乐这
样的流行文艺是大有可为的。同时不应忘
记，当我们说流行音乐等是商业性的时候，
就等于承认它也是民间性的，因此，主流价
值观借用流行文艺进行建构策略调整，这一
过程也应内在地包含一个价值观的吸收、整
编和重构过程。或许，《蜗牛》等流行歌曲
入选语文教材表明，这一过程已经开始。

对于流行歌曲入选语文教材的问题，我
们还想说，一件作品能不能入选语文教材，
是要看它能不能适应教学目的的需要，而不
要因为它被贴上了某些标签就采纳或拒绝
它。今天我们编写教材，应该给流行歌曲一
个公平的机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

当流行音乐邂逅主流价值观
——— 由流行歌曲《蜗牛》入选语文教材所想到的

□ 周兴杰

在很多中国人的记忆中，老人应该是明
事理、辨是非、德高望重。他们应该是处事
讲规矩，待人有礼貌，把品行看得很重的群
体。他们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有吃相、
喝有喝相，因此也以身作则地说，吃饭不该
趴着歪着，吃东西不能出声，夹菜更不要如
鸡头啄米，立时挺胸抬头，坐时身板端正。
在农村亦是如此，不少受传统社会环境熏陶
过的老人，无论“成分”如何，也不管识不
识字，对读书、对文化，从眼神里都透出一
股敬仰之意。“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善有善报，恶
有恶报”，“良言三冬暖，恶语六月寒”，
这都是很多农村老人遵从一生的信条。

然而，到了最近两三年，情形又大不相
同了。吐痰、吵架、骂街、打赤膊、不排
队、高声喧哗、攀折花木、不走人行横道，
长者的数量在增多；将救人诬为撞人的，也
是一把年纪；在城市里的小区门口，总看见
有人白发皤然，却双手抓住树干来回晃悠，
自称锻炼。公交车让座“辱骂案”和广场舞
扰民事件等负面新闻被媒体频密曝光，由此
引来的鞭笞、挞伐很多，说什么难听的都
有。有些媒体还提炼出了“是老人变坏，还
是坏人变老”的辨析。总之一句话：中国老
人出了问题。抛掉偏见和意气，事实真的如
此吗？诚然，因几起特殊事件，我们不能对
所有老人的文明素质都做出负面评价，但我
们也应该承认，确实有一部分老人的文明素
质堪忧。

部分老人变“坏”的原因，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成长时期他们的生活、经历中所接受
的教育。这些老人在成长时期都经历过数次
的政治运动，而这些运动曾经把人性中最恶
的部分激发了出来。无论物质还是精神，充
斥的只有“匮乏”，他们没有得到良好的家
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他们是喝着狼奶完成
启蒙和基础教育，得到的是一种丛林里比划
谁的拳头大的价值观。很不幸，老人家们成
长的年代正是恶没有底线的年代。而狼奶教
育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理智和知识的缺

陷。老人家们都不适应多种声音的局面，不
知道如何理性地辩论，他们习惯一人独语的
一言堂。诉诸理性，宽容异己，这种理智和
道德上的品质，恰好是洞穴教化无法造就
的。而知识上，老人家们当年成长时期的中
西经典诵读几乎空白，没有一点诗书礼乐的
熏陶，这导致他们的粗野无知。当初种下的
恶果，如今就到了“收获”的季节。于是，
他们不觉得广场舞可能会对他人造成困扰，
不觉得让座是一种关爱而并非理所应当，甚
至可以颠倒是非、诬陷他人，成长时期基本
公共教育的缺失，使他们认为一切都理所应
当，甚至可以不择手段的利己。

但就因为寥寥无几的个案就给老人家贴
上“为老不尊”的标签是否有欠公平？老年
人的问题被选择性关注，或部分源于话语权
转移。其实观察“老人新闻”中的跟帖，就
会发现几乎全是以年轻人的视角谈问题，绝
少老年人的自白。当信息平台被一个人群主
导时，那么信息焦点难免是这个群体眼中的
焦点，信息中的利益偏好难免是这个群体的
偏好，信息评判中的价值观难免反映这个群
体的价值观。就好比西安老人坐女子身上这
条新闻，虽然很不可靠，但能在几天内就有
3万跟帖，数万读者痛骂“为老不尊”。但
同是西安，之前一条“老翁给生病女青年让
座，称年轻人也不容易”就只有一百来条跟
帖，同样的，“老人送公车让座年轻人蛋
雕”、“老人给让座乘客发红包，内有2元
钱和感谢卡”也得不到太多的关注。失去了

话语权的老人只能任舆论“宰割”。
不是所有的老人都坏。这就像问所有的

年轻人是不是都是坏人一样，答案是否定
的。上述几个老人的行为固然有不自尊的恶
劣之处，但让全体老年人来背负骂名，这就
太不公平。讨论这些问题，本来不需要上纲
上线到攻击一个群体的地步……在中国，有
个特别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不同世代之间有
时出现相互埋怨、蔑视甚至是倾轧的苗头。
60年代的轻视50年代生人，70年代痛恨60年
代，80年代认为受到70年代压迫，90年代认
为受到所有世代压榨。似乎每个年代的人都
过得不安生。谨慎地说，对老人群体的口诛
笔伐，是否上述心态的某种映射呢？说白
了，这就是一种习焉不察的歧视，它遍布在
我们周围，一不小心就会被拿出来作为冷箭
使用。人有老幼之别，而品性优劣不分年
龄——— 分得清这一点，并不会让我们更高
尚，但至少会让我们远离偏见。

尊老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的责任和
义务，但老年人也应该自爱自重，应该恪守
文明的底线，甚至应该给年轻人做出文明的
表率，应该让文明素质与年龄同步增长，这
样，老人才值得他人尊重。如果一小部分老
年人拿年龄当资本，不顾廉耻，不管底线，
不敬畏文明和道德的法则，不尊重他人，就
会失去他人的尊重，最终，受伤害的还是老
年人自己。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研究员)

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
□ 李建军

人有老幼之别，而品性优劣不分
年龄——— 分得清这一点，并不会让我
们更高尚，但至少会让我们远离偏
见。

“小政府、大社会”

的盛唐版本
□ 吴晓波

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过“世界时间”的概
念。按他的观点，人类文明的进步并不均衡地发生在地球的
每一个地方，相反，它只出现在少数的两到三个地方，这些地
方所呈现的景象代表了那个时期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

若将中国历史放置于世界文明史中，我们或可以发现，
两汉时期，“世界时间”确乎是在西方的罗马城和东方的长
安、洛阳。公元6世纪之后，中国独享“世界时间”长达一千年
之久。在千年鼎盛时期，唐朝无疑是其中最显赫的一个阶段。

唐朝在政治制度上的一大建树便是科举制。科举制创始
于隋，奠型于唐，到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止。科举制是对军
爵制的演进，从此，文武二士都拥有了公平地进入体制内的
通道，不再成为反对的力量。在政治经济史的意义上，科举制
是对世族模式的一次彻底“反动”。过去数百年间，世族模式
和庄园经济困扰着历代治国者，几乎鲜有改造成功者。直到
科举制出现，才从制度上切断了世族繁衍的根源。

现代西方经济学倡导“小政府，大社会”，唐朝似乎是一
个古代版本。李渊开国之后，把一切山泽税、盐税统统废罢，
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等产业全数放纵民众自主经营。
在农业税方面，唐代的税收是取五十分之一，远低于西汉的
三十分之一，徭役则是每年二十天，也比前朝要少。公元626
年，李世民即位后，当月就颁布诏令，把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
停废，以让货物自由流通。有唐一代，还停止了商税的课征。
这一方面造成商品流通的空前繁荣，培养了国民的贸易精
神，另一方面使得政府收入完全依赖于农业税和专营收入。

中国很多朝代在开国之初，实行的都是轻徭薄赋、休养
生息的政策，可是随着时日推衍，各种赋税便叠床累架地增
加起来，人们归之于统治者的贪婪或挥霍。其实，根本原因是
行政成本的增加，最刚性者，一为养官成本，二为养兵成本。
唐朝的宽松政策持续了120余年，与李世民在这两项的制度
创新有关。

唐朝的中央政府实行六部制，比汉朝的十三曹整整少了
七个部门，是一次很大的部门精简。李世民用官非常之少，贞
观年间，中央机构中的文武官员最少时只有643人，全国仅
7000余人，这应该是历朝人数最少的政府了。此外，李世民想
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公廨钱制度”，就是对富豪家庭定向征
收一笔“特别财产税”，以此养官。此法在后世学界虽有争议，
但确实起到了高薪养廉的作用，唐初吏治为历代最好。

在军费开支上，李世民的支出也很少，唐朝实行的制度
是“兵在藩镇”，即由地方财政支出养驻军。李世民任用将帅
执行了“三不原则”，即“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以防止他
们拥兵坐大。

由此可见，李世民算得上是史上最精明的治国者之一，
他让富人出钱养官，让地方出钱养兵，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
就变得很少，“小政府”因此而生。

盛唐时期实现了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西汉时，首都长
安的人口约为25万人，到了唐朝，常住居民62 . 6万人，如果加
上驻军、僧尼以及往来客商，其人口总数很可能已经超过100
万，其旧址面积80多平方公里，大于明清时的北京城，是当时
世界上的最大城市。

《唐律》规定，所有的商品交易都必须在政府划定的“令
市”中进行，县城之下不得有“草市”。这一方面便于管理，另
一方面也促进了大中城市在商品交易中的聚集作用。长安城
的商业交易中心为东西两市——— 后世的“东西”一词由此而
来。东西两市的四面各开两门，各有两条东西街、两条南北
街，构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分为九个方块。每方的四面都
临街，店铺就设在各方的四围，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一个区
域里，称之为行。东市有二百二十行，西市更加繁荣，除了店
铺，还有平准局、衣肆、典当行等。

政府对两市的交易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遵循“日中而
聚，日落而散”的古训，中午时分，催鼓而聚，一到黄昏，击钲
(一种与钟形似的铜制乐器，可执柄敲击)而散；商贾带进两市
的所有物品，都先要经过市场管理机构(市司)的评定，分为
上、中、下三等，规定价格，然后方可出售。政府还特别对店铺
租金进行了规定，唐玄宗曾特别下令限定月租不得超过五百
文。从这些规定中可见，长安城里的商品交易，与其城市规划
一样，完全在政府的控制、干预之下，是一种“有计划的商品
经济”。

以长安为起点，朝廷修筑了七条驿道，通往帝国的各个
城乡，沿途每15公里设立一个驿站，全国共有1639处之多。这
些驿站均在交通要道，有长期性的建筑及常驻的管理人员，
在一片旷野之中，成了最好的地理标志，于是，它们很自然地
成为当地交易的最好场所。

首都长安还是国际贸易的中心。公元640年，唐军攻灭西
域的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地区)，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从
此，由长安向西，可自由横穿整个欧亚大陆，直驱地中海东岸
的安都奥克，全长约7100公里。正是通过这条漫长的贸易走
廊，东西方文明进行了一次大沟通，中国的丝绸、瓷器源源不
断地贩销到欧洲市场。当时，罗马城里的多斯克斯地区有专
售中国丝绸的市场，其价值约与黄金等重，造纸术也在这一
时期传入中东地区。而西方的动植物和新技术也传入中土。

盛唐气象就是这样被营造出来的。前所未见的轻税简
政，促进了工商业和地方经济的繁荣，国家的统一更为商品
流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商人在国境之内经商，数十里
便有酒肆客栈，每个店铺均备有代足的驴子，行走千里而不
需持寸铁自卫，这当然是空前的太平盛世。

前所未见的轻税简政和国家一统，促进了工

商业和经济的繁荣。

一种价值观念要为
人们所接受，并发挥长
期的影响，仅靠理论阐
释和道德说教是不够
的，它还需要在人们心
里奠定情感的基础。因
此，在当代社会的主流
价值观建构中，像流行
音乐这样的流行文艺是
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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